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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运河文化带纵贯中国南北，跨6省2市，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从城市综合承载力

角度研究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通过构建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2010—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

合承载力的演变情况。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所含8省（市）、大运河文化带所

含 87个城市三个空间尺度的综合承载力时空演变。结果表明，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在2010—2017年呈

“N”型变化，空间上呈现出沿海高内陆低、南高北低的格局，并且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经济强市明显高于周围普通

地级市。通过空间分析得到Moran′s I值发现，大运河文化带的城市综合承载力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以“高—

高”“低—低”为主呈聚类分布。最后，文章认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要从补齐综合承载力短板、加强城市间的协同

作用、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等方面入手，提升发展潜力和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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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runs through the north and south of China,spanning six provinces and two citie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rehensive urban carrying capacity, and evaluat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urban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from 2010 to 2017 by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comprehensive urban carrying capacity.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8 province and 87 cities in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zone is analyzed from two

dimensions of time and spa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cities in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changed in an "N" type from 2010 to 2017, showing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coastal and inland, high

southern and low northern. Moreover,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provincial capitals and cities

with strong econom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urrounding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fter obtaining Moran's I

value through spatial analysis,we foun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urban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with a cluster distribution dominated by "high-high" and "low-low".

Finally, we argu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should star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shortage of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strengthening the synergy between cities,and making the

central city bigger and stronger,so as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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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

构成，绵延 3 200 km，至今已有 2 500多年，是世界

运河中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

大运河文化带指的就是大运河所流经的北京、天

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8省（市），

它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蕴涵着中华

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

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2019年7月24日，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这将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大运河

文化带是依托京杭大运河的运河文化提出的新的

带状经济区，北接京津冀，南连长江经济带，包含我

国东中部地区 87市，它的提出给中国区域空间格

局增添了新的元素。“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到“以区

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

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大运河

文化带既是中国一条沿海经济轴带，也是一条具有

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文化带。

在“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发展理念的指

导下，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要更加关注发展的可持

续性，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只有在经济、社会、生

态、文化等协同发展的情况下，大运河承载的深厚

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才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创新。

本文从这一观点出发，研究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

承载力，有利于了解该区域承载力状况，为大运河

文化带的可持续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大运河文化带概况与评价方法

1.1 区域概况与研究综述

大运河文化带位于中国的中东部地区，包含东

部6省（市）和中部2省，涉及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

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不含

上海的其他省市。以不到全国 1/10的土地面积容

纳近全国36%的人口，2018年经济总量（GDP）高达

近 39万亿元，占全国的 43.15%。拥有中国最为发

达的地区和最有发展潜力的城市群，资源禀赋好，

区位条件优越，是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基石。

面向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大运河文化带

是新时期重点打造的带状经济区，同时承载着经济

发展与生态文化保护。在其包含的8省（市）中，占

中国东部城市的比重超过60%，占中部城市的比重

超过 40%。并且这 8省 87市覆盖我国两大区域经

济发展战略，即京津冀协同发展发展战略和长江经

济带发展战略，其 2017年的GDP占全国比重高达

40%，大运河文化带的健康稳定发展是“十四五”以

及未来很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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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8—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区域经济差距变化
Fig.1 Changes of regional economic gap in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from 2008 to 2017

图 1是用人均GDP计算的大运河文化带的整

体区域差异情况，其中包括变异系数和用人口作为

权重计算的加权变异系数。从变异系数来看，近10
年大运河文化带内部区域经济差异是一个缩小的

趋势。然而，当以人口加权时，曲线呈“U”型，即其

内部城市的经济差异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

种情况并不利于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在第四

次全球产业转移中，中国仍然处于核心地位，如何

克服困难和抓住机遇是学界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

问题。城市综合承载力的评价与研究能够为产业

大转移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大运河文化带是中

国经济的压舱石，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

究，合理评价其内部城市综合承载力以及时空演变

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承载力概念是起源于生态学研究领域中

的一个概念，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常用于研究某地区

的发展限制程度，也就是承载能力。马尔萨斯的

《人口原理》被认为是承载力研究的起点，此后很长

一段时间，人口的增长并未带来比较严重的城市发

展问题，承载力的研究便很少得到关注。二战结束

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急速增长，资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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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矛盾开始显现，承载力问题研究重新引起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1］。在城市承载力方面，国外学者的研

究较少。国内学者的研究开始于 1980年代，21世
纪初建设部提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概念之后，我

国承载力问题的研究大幅增加。大多数学者就城

市某一方面的承载力进行研究，有交通环境承载力

问题［2］，不同地区的水资源承载力问题［3-7］，还有从

生态角度对地区承载力进行研究［8-11］，以及从土地

视角研究承载力［12-16］。关于综合承载力的研究，国

内学者也有比较多的涉及，主要是城市或者城市群

的综合承载力。如刘惠敏研究了长江三角洲城市

群的动态变化规律［17］，孔凡文提出了城市综合承载

力的测算思路［18］，程广斌通过构建综合承载力指标

体系比较分析了西北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力［19］，姜豪

等研究了成都的城市综合承载力［20］，刘晶等分析了

长江生态经济区的城市群综合承载力［21］，王振坡等

评价了京津冀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力［22］。
1.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2010—2017）、《中国区域统计年鉴》（2010—
2014）、《中国城市建设年鉴》（2010—2017）、相关省

（市）的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绝大部分数据是统计资料中的原始数据，部分

缺失值采用多重插值补漏法填充。表 1列示了一

些基本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1.3 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城市综合承载力涵义，它是由资源承载

力［23-24］、环境和生态系统承载力［25-26］、城市基础设

施承载力［27］、社会资源承载力［28-30］等组成的一个复

杂的系统。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着一个

城市的发展。本文基于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行

性、完整性和层次性等原则，参考 Sun等人的研

究［31］，筛选出表 1中的 27项指标，随着指标数值的

增大，有利于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指标设定为

“正指标”，不利于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指标设定

为“负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将 27个指标

分为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资源子系统和基础

设施子系统，在这四个子系统的协同作用下，城市

得以稳定发展。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核心资源和精

神支柱，也是城市发展重要的推动力［32］，本文的研

究区域具有较强的文化属性，因此增加反映城市稳

定性及发展能力的文化指标

表1 大运河文化带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类别

经济

环境

资源

基础

设施

文化

指标

X1-人均财政收入

X2-GDP年增长率

X3-二产占比

X4-人均污废水排放量

X5-污水厂污水处理能力

X6-人均日生活用水

X7-人均绿地面积

X8-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X9-国内专利数

X10-中小学在校生人数

X11-普通高校学生人数

X12-人均供水量

X13-人均建设用地

X14-人均天然气供应量

X15-城镇居民人均居住用地面积

X16-人均存款

X17-人均贷款

X18-每万人病床数

X19-城市建成区供水管道密度

X20-公路货运

X21-每万人公共汽车数量

X22-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X23-人均城市公路里程

X24-人均小客车拥有量

X25-每万人图书馆藏书量

X26-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X27-每万人文娱产业从业人员数

单位

万元

%
%
m3

万m3/日
L
m2
%

千个

万人

万人

t
m2
m3
m2

万元

万元

张

km/km2
t
辆

m2
km
辆

册

处

人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小值

0.04
-0.40
15.50
14.71
4.00
47.96
5.22
21.89
0.04
7.33
0.50
15.14
25.26
0.16
7.07
1.04
0.65
18.12
2.90
4.89
0.44
1.37
0.02
0.02
2.48
0.00
1.51

最大值

2.50
18.20
74.70
245.26
665.60
339.97
27.90
49.97
106.95
231.98
93.53
346.72
215.49
746.65
80.25
63.55
30.18
83.49
62.54
160.39
42.01
46.40
0.99
0.31

1 212.36
125.00
87.62

均值

0.46
9.75
50.44
74.46
47.07
150.08
14.14
41.23
8.13
69.09
11.43
89.80
91.89
128.97
27.79
7.52
5.30
41.52
13.13
27.64
8.93
20.32
0.23
0.11
54.94
17.91
9.26

标准差

0.36
2.59
8.38
36.96
64.58
47.75
3.91
3.58
14.07
40.06
16.20
47.19
33.76
107.71
10.67
6.97
4.95
9.38
7.60
15.96
5.13
6.90
0.16
0.06
64.99
18.49
10.35

样本量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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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方法

城市综合承载力的评估主要包含无量纲标准

化、确定权重以及指标估计三个步骤。

第一步：城市综合承载力指数评估的第一步是

进行无量纲标准化，以消除因不同类型的基本指标

产生的数据污染问题。对于“正指标”组，数据通过

公式（1）转换：

x*ij = [ ]xij - min xj [ ]max xj - min xj
( )i = 1,2,…, t ; j = 1,2,…,p （1）

对于“负指标”组，数据通过公式（2）转换：

x*ij = [ ]maxxj - xij [ ]maxxj - minxj
( )i = 1,2,…, t ; j = 1,2,…,p （2）

式中：x*ij表示城市 i中指标 j的标准化值；minxj和
max xj分别表示大运河文化带所有城市中指标 j的
最小值和最大值。经过无量纲标准化的过程，每个

指标的值都在［0，1］内，不同的基本指标具有一致

性和可比性。

第二步：本文采用改良熵方法（IEM）［33］计算各

指标的相对权重，基于信息熵理论，根据信息量提

供的数据确定指标权重，具有相对客观和预测性。

接下来，通过无量纲标准化来确定权重。计算方法

如下：

pij = x*ij ∑i = 1
I x*ij （3）

gj = 1 + ( )1/ ln I∑i = 1
I pij ln pij （4）

wj = gj ∑j = 1
J gj （5）

式中：pij表示 i城市在指标 j中的占比；gj表示指标 j
的熵值；wj表示指标 j的权重。权重结果显示在表1
的第3列。

第三步：构建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模型。用多

目标线性求和法计算城市综合承载力及其子系统

的估计值。

Sis =∑j

J x*ijwj （6）
UCCi =∑s = 1

3 Sis ( )i = 1,2, 3,…, I ; j = 1,2, 3,…,J （7）
式中：Sis是子系统的承载能力；UCCi是城市 i承载能

力值。

1.5 空间关联分析

本文引入空间权重矩阵和Global Moran′s I，用
来计算衡量区域整体上的空间关联程度和空间差

异程度。

I = n
S0
∑i = 1

n ∑j = 1
n wi, j zi zj

∑i = 1
n z2i

（8）

式中：zi是要素 i的离差；wi, j是要素 i与要素 j之间的

空间权重；n等于要素数量总和；S0是所有空间权重

的聚合：

S0 =∑i = 1
n ∑j = 1

n wi, j （9）
Z值检验按照以下形式计算：

Z = Moran′s I - E ( )I
VAR ( )I

（10）
式中：

E ( )I = -1 ( )n - 1 （11）
VAR ( )I = E ( )I 2 - E ( )I 2

（12）
以上求出的Global Moran′s I的值介于-1~1之

间。Moran′s I＞0表示空间正相关性，其值越大，空

间相关性越明显，Moran′s I＜0表示空间负相关性，

其值越小，空间差异越大，当Moran′s I= 0时表示空

间呈随机性。

2 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演化分析

2.1 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

根据以上方法计算得到大运河文化带 2010—
2017年城市综合承载力状况。图 2描绘了大运河

文化带作为一个整体，其城市综合承载力在2010—
2017年的变化趋势。从总体上看，这段时期内大运

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变化趋势呈“N”型，

2010—2013年呈快速增长趋势，在 2013年达到高

点，之后开始下降，到 2015年达到低点并趋于平

稳，之后缓慢回升。具体而言，第一阶段的快速上

升开始于2010年，在之前的2008年底，中央政府出

台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投入的巨

量资金大大促进了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等方

面的提升，使得城市综合承载力急速提升。2013年
开始的下降阶段是由新常态的调整引起的，在大量

人口迁入城市的同时，经济增长乏力造成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城市公共服务短缺，使得大运河文化带

的城市综合承载力出现短暂下降的情况，但是值得

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生态建设略有提升。2015—
2017年的缓慢回升源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服务的提升，城市的发展逐渐以解决城市问题为导

向，更加注重内涵发展。

图 3详细列示了历年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子系

统值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包括人、财、物

在内的资源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始终是城市综合承

载力中占比比较大的部分。经济方面，金融危机之

后是一个缓慢上升的态势，在 2014年前后达到最



高点，之后波动下降。生态方面，在2015年达到最

高点，之后的2016和2017年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生

态环境质量提升仍然是城市建设中亟需改善的一

个方面，城市的建设除了资源和基础设施，还应该

关注软环境，着力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的短板。资

源方面，自2010年呈一个波动增长的态势，包括人

力资本、物质资本等在内的资源是城市发展的基

础，较高的资源承载力有助于提升城市发展潜力。

基础设施方面，则是在2012年达到最大值12.11，虽
然在 2015年出现了最低值 10.42，但是之后呈现回

升趋势，这也是 2015年之后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

合承载力回升的主要原因。文化因素较为稳定，如

本文选取的衡量本地历史文化底蕴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数量在短期内不会有较大程度变化，因

此大运河文化带文化承载力子系统的值在 2010—
2016年基本无明显变化，只在 2017年有一定程度

的增加。

2.2 各省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

大运河文化带包含中国华北、华中、华东的部

分地区，地区间经济、社会、文化差异显著，因此有

必要根据空间分布进行差异化分析。其中，北京

市、天津市、河北省属于华北地区，河南省属于华中

地区，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属于华东地

区。以上 8个省（市）的综合承载力状况如图 4。8
省（市）的城市综合承载力有明显的差异，大运河文

化带城市群综合承载力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分异

现象。北京市和天津市是大运河文化带中唯二的

直辖市，与其余 6省相比体量较小，综合承载力的

计算值也较低，其中北京市综合承载力2010—2017
年呈现微小的上升趋势，天津市则有较小幅度的下

降。其余6省中，山东、河南、安徽、江苏4省的综合

值相对较高，河北和浙江次之。这6省的变化趋势

也较为相近，呈现先上升再下降，之后又上升的趋

势，具体的高点和低点分别出现在 2013和 2016年
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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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0—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8省（市）
城市综合承载力变化趋势

Fig.4 Changing trend of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8 provinces in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from 2010 to 2017

为了分析大运河文化带 8省（市）内部各子系

统的情况，本文将城市综合承载力按照子系统和省

份分类计算，结果列示在表 2中。经济子系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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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0—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演化趋势
Fig.2 Changing trend of urban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from 2010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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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0—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
综合承载力子系统演化趋势

Fig.3 Changing trend of urban comprehensive bearing
capacity subsystem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from 2010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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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安徽、山东、河南、江苏 4个省份的承载力值较

高，2010—2017年均高于 0.6，河北和浙江次之，两

个直辖市北京和天津最低。在变化趋势上，这8个
省（市）的经济子系统承载能力均呈现先上升后下

降的趋势，高点出现在 2014年前后。与 2010年相

比，在 2017年，除天津市外，其余各省（市）经济承

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生态子系统方面，和经

济子系统类似，安徽、山东、河南、江苏 4个省份最

高，历年来基本高于 0.8。与经济子系统不同，8省
（市）除北京和山东外，其余6省（市）2010—2017年
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资源子系统方面，较高的省

份有山东、江苏和浙江，这 3个省份的资源承载能

力在 2010—2017年均高于 1.0，且呈现出比较明显

的上升趋势。河北、河南、安徽 3个省份的资源承

载力次之，呈上升趋势，在2017年，3个省份的资源

承载力值在 0.85和 1.15之间。北京和天津的资源

承载力值在0.2左右，随时间变化呈现上升趋势，但

是上升幅度不明显。基础设施方面，8省（市）的分

化情况较明显，北京和天津总体上是增加的，各时

期变化情况不明显，但是其余 6省总体上是下降

的，在时间上呈现“W”型变化趋势，即先下降再上

升，然后再下降，最后上升的趋势，除北京和天津

表2 大运河文化带8省（市）子系统城市综合承载力
Tab.2 Comprehensive urban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subsystems of the 8 provinces in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类型

经济

生态

资源

基础

设施

文化

省（市）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东省

河南省

安徽省

江苏省

浙江省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东省

河南省

安徽省

江苏省

浙江省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东省

河南省

安徽省

江苏省

浙江省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东省

河南省

安徽省

江苏省

浙江省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东省

河南省

安徽省

江苏省

浙江省

2010
0.04
0.08
0.38
0.67
0.62
0.74
0.60
0.45
0.08
0.06
0.76
1.11
0.95
1.00
0.83
0.64
0.22
0.13
0.72
1.15
0.93
0.87
1.13
1.00
0.09
0.12
1.21
1.90
1.65
1.85
1.81
1.32
0.13
0.03
0.12
0.12
0.14
0.06
0.13
0.13

2011
0.04
0.08
0.41
0.69
0.74
0.78
0.64
0.44
0.10
0.07
0.74
1.12
0.93
1.02
0.81
0.64
0.22
0.14
0.72
1.22
0.98
0.91
1.24
1.05
0.22
0.14
0.72
1.22
0.98
0.91
1.24
1.05
0.13
0.03
0.12
0.11
0.14
0.06
0.12
0.13

2012
0.04
0.08
0.44
0.79
0.76
0.91
0.75
0.45
0.10
0.07
0.68
1.11
0.90
0.98
0.78
0.63
0.21
0.15
0.75
1.28
1.01
0.95
1.30
1.07
0.21
0.15
0.75
1.28
1.01
0.95
1.30
1.07
0.13
0.03
0.12
0.11
0.14
0.07
0.14
0.13

2013
0.06
0.07
0.38
0.78
0.82
0.84
0.73
0.54
0.11
0.07
0.69
1.13
0.91
1.01
0.81
0.63
0.23
0.16
0.83
1.39
1.10
1.07
1.39
1.14
0.23
0.16
0.83
1.39
1.10
1.07
1.39
1.14
0.13
0.03
0.12
0.11
0.14
0.07
0.14
0.14

2014
0.06
0.08
0.48
0.90
0.88
0.90
0.82
0.59
0.11
0.06
0.72
1.15
0.91
1.03
0.82
0.63
0.24
0.16
0.78
1.32
1.11
1.06
1.34
1.13
0.24
0.16
0.78
1.32
1.11
1.06
1.34
1.13
0.14
0.03
0.11
0.11
0.14
0.06
0.13
0.14

2015
0.05
0.08
0.42
0.80
0.81
0.82
0.80
0.56
0.11
0.07
0.72
1.17
0.88
1.05
0.85
0.62
0.24
0.15
0.75
1.25
1.06
1.03
1.23
1.06
0.24
0.15
0.75
1.25
1.06
1.03
1.23
1.06
0.13
0.03
0.12
0.13
0.14
0.06
0.14
0.14

2016
0.05
0.07
0.38
0.69
0.73
0.74
0.67
0.51
0.11
0.06
0.65
1.11
0.83
1.02
0.79
0.58
0.24
0.15
0.84
1.38
1.15
1.13
1.38
1.16
0.24
0.15
0.84
1.38
1.15
1.13
1.38
1.16
0.13
0.03
0.11
0.12
0.14
0.07
0.14
0.14

2017
0.05
0.04
0.44
0.77
0.75
0.81
0.65
0.55
0.11
0.05
0.64
1.04
0.82
0.96
0.75
0.50
0.24
0.16
0.85
1.42
1.14
1.15
1.38
1.19
0.24
0.16
0.85
1.42
1.14
1.15
1.38
1.19
0.13
0.04
0.13
0.17
0.16
0.08
0.20
0.24

第7期 孙久文，易淑昶：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与时空分异 17



外，其余 6个省（市）中河北较低，2017年其基础设

施承载力的值为 0.85，同一时期，其余 5省的值在

1.2左右，差距较大。文化子系统的值比较稳定，在

2010—2017年变化幅度很小，横向对比看可分为两

个层次，其中较高层次的省（市）有北京、河北、山

东、河南、江苏、浙江，其相应的承载力值在 0.11以
上，天津和安徽为较低层次，分别为 0.03和 0.07左
右，与其余6个省（市）有比较大的差距。

3 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时空分异

3.1 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异

为了分析大运河文化带内部各城市的城市综

合承载力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异情况，本文在图5中
列示了大运河文化带各城市的综合承载力 2010和
2017年的地图可视化结果。从空间上看，无论是

2010年还是 2017年，从沿海到内陆的城市综合承

载力呈梯度下降的趋势，总体而言沿海各市的城市

综合承载力普遍较高，呈现“东高西低”的情况。单

从省份考虑，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五省内部

也是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处于中部地区的

河南省则呈现以省会郑州为核心，向周围递减的情

况。直辖市、省会城市基本上都是该区域城市综合

承载力最高的地区，如北京、天津是京津冀城市群

的高点，石家庄、济南、郑州、南京、杭州是各省的高

点。总体来说，从空间分异上看大运河文化带的城

市综合承载力呈现“东高西低”“省会高周边低”的

格局。从时间演变上看，不同城市表现出较大的差

异化，省会城市均保持较高水平，其中变化比较明

显的是郑州市，2010—2017年城市综合承载力有较

大程度提升。地级市方面，河北的东部和西部城

市、山东的中南部部分城市 2017年的综合承载力

比 2010年低，浙江西部城市的综合承载力则普遍

上升。总之，从时间演变上看，存在城市间的分化

情况，但是从总体看，大部分城市的综合承载力是

保持稳定或者有所提升的，只有较少部分城市出现

下降的情况。

为了分析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子系

统的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异情况，在图6中分别列示

了大运河文化带 87个城市的城市综合承载力子系

统的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异情况①，子系统的情况较

城市综合承载力更为复杂。从经济和人口规模的

演变出发，下面讨论 2个直辖市（北京、天津）、6个
省会城市（石家庄、济南、郑州、合肥、南京、杭州）的

情况。从经济子系统看，2010年天津强于北京，但

是2017年情况发生了改变，北京反强于天津，北京

有所提升，但是天津却出现了比较大程度的下降，

天津近年经济增长的乏力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其他城市中济南是下降的，郑州、石家庄、合肥、南

京、杭州是上升的。生态子系统方面，各城市基本

上是稳定或者略有提升的状态，这些直辖市或者省

会城市的城市环境和污染物处理问题有了比较好

的控制。资源子系统方面，空间集聚现象更为突

出，从所处的分层段来看，随时间的变化并不明显，

但是可以很直观地看出，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基本

上都是区域中心，因此各种资源向省会城市、中心

城市集聚的现象在短时期内不会变化，这也是城市

群以及中心城市发展的基础。基础设施子系统方

面，集聚现象尤为突出，江浙一带的承载能力最强，

上述 8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子系统承载力均稳中有

升。文化子系统方面，北京、天津、郑州、济南、南

京、杭州等一些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在文化底蕴、文

化基础设施和文化产业等方面都有较为充足的发

展，从图中也能够看出其文化承载力较周边地区要

高，并且也呈现空间集聚的现象。

3.2 空间自相关分析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到“要提高中

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关键在于提升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和发挥城

市群的资源整合利用与协调能力，本文在计算得到

①UCCeco表示经济子系统，UCCenv表示生态子系统，UCCres表示资源子系统，UCCinf表示基础设施子系统，UCCcul表示文化子系统。
例如，2010UCCeco表示经济子系统2010年的空间分异图，其余标注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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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大运河文化带各城市综合承载力时空演变
Fig.5 Temporal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omprehensive bearing capacity of cities in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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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带各城市综合承载力值的基础上分析

城市综合承载力的空间相关性，以判断在城市综合

承载力的提升上城市间是否存在相互依赖性。本

文通过计算全局莫兰指数衡量关联情况。空间权

重矩阵选取空间反距离矩阵，结果列示在表 3中。

从表 3中可以看出，从 2010—2017年的所有年份，

计算结果满足 z≥2.58，且 P≤0.01，表明Moran′s I指
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表现非常显著。Moran′s I值
均为正说明相邻城市的综合承载力得分在空间分

布上表现出集聚现象，也就是综合承载力水平较高

的城市临近，综合承载力水平较低的城市也互相临

近。从时间变化来看，莫兰指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

的“U”型曲线，2013年以来，空间相关性处于“U”型
曲线的右侧，及空间相关性有增强的趋势。另外，

还绘制了 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的

莫兰散点图，如图7所示。图中显示大运河文化带

城市综合承载力呈现比较明显的“高—高”“低—

低”聚类现象，只有很少部分城市处于第二、四象

限。城市间综合承载力有比较高的相互依赖性。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从城市综合承载力视角研究大运河文化

带的发展问题。通过构建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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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大运河文化带各城市综合承载力子系统时空演变
Fig.6 Time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bearing capacity subsystem

of each city in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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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大运河文化带 87个城

市的综合承载力作出客观评价，通过深入分析城市

综合承载力内部四个子系统的情况探讨大运河文

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提升亟需补齐的短板。另外

还研究了大运河文化带内部四大城市群的综合承

载力情况，以及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时

空演变情况。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2010—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群综

合承载力的变化呈“N”型，即先上升后下降之后再

回升。在四个子系统中基础设施子系统对综合承

载力的贡献最大，之后依次是资源子系统、生态子

系统和经济子系统。经济和生态子系统近两年下

降程度较大，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的改善是提高城

市综合承载力的重要方面。

第二，8省市综合承载力的时间变化趋势和大

运河文化带相似，各省市之间又存在一定程度的区

别，其中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较高，河北和浙

江次之，北京和天津两市较低。综合承载力子系统

方面，经济子系统除天津外均有一定程度上升，生

态子系统除北京和山东外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资

源子系统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基础设施子系

统除京津两市外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文化子系统

较为稳定。

第三，在空间分布上，各城市的综合承载力从

东部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依次递减。南方城市的

综合承载力平均高于北方城市，各大区域行政中心

或经济强市的城市综合承载力要高于普通地级市。

第四，城市综合承载力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

关关系，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分布主要以“高—高”

“低—低”为主。各城市的综合承载力之间有较强

的相互依赖性，在城市发展中，各城市之间的相互

协同发展有重要意义。

4.2 建议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优化我国区域经济空间

格局的新探索［34］。在中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即将

开始之际，优化大运河文化带发展模式，提升大运

河文化带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将在复杂

的国内外环境中起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

作用。基于前述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优化顶层设计，提升城市间协同发展能

力。城市综合承载力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因

此，城市协同发展有利于提升综合承载力。行政区

域分割是城市协同发展的桎梏之一，这导致大经济

区形成困难。关联性较强的城市间可以考虑由省

一级部门牵头设立“市级主管领导联席会”，提高涉

及产业、交通、民生等领域的协同发展能力，避免出

现“以邻为壑”的现象。城市协同发展规划的制定

可以考虑立法化，争取“一张蓝图绘到底”。

第二，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要做到“两手都要

抓，两手都要硬”。从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大运河

文化带近几年综合承载力提升的短板在经济和生

态。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特别是经济发展，是

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动力之所在。要着力解决

产业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有条件的城市考虑发

展高端产业，提高生态经济占比，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在城市建设方面，合理规划城市空间格局，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第三，积极做强中心城市，提高中心城市的辐

射带动作用。高行政等级或者经济强市在其所处

表3 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全局Moran's I值
Tab.3 Global Moran's I value of the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cities in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年份

I
E ( )I
sd ( )I
z
p

2010
0.096
-0.012
0.013
8.179
0.000

2011
0.080
-0.012
0.013
6.969
0.000

2012
0.088
-0.012
0.013
7.555
0.000

2013
0.088
-0.012
0.013
7.642
0.000

2014
0.083
-0.012
0.013
7.215
0.000

2015
0.085
-0.012
0.013
7.428
0.000

2016
0.094
-0.012
0.013
8.164
0.000

2017
0.090
-0.012
0.013
7.81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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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莫兰散点图
Fig.7 Moran scatter map of the urban comprehensiv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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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中有绝对高的综合承载力，因此，区域经济

的发展要靠这些有持续发展潜力的中心城市带动。

这些城市应当在户籍改革、人才引进、产业转型升

级等方面加大力度，打造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

极，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另外，城市

之间或城市群内部构建协同发展机制，以促进城市

综合承载力的提升。

第四，政策制定要考虑城市分异，因地制宜。

由于城市综合承载力的空间分异较大，不同城市应

当考虑根据本地区的经济、生态、资源、文化等状况

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相关政策。在公共卫生、生态

环境和经济发展方面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提

升城市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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